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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是有些高学历的外地学子想将之当做留在上海的一个跳板，

一旦找到更好的工作就离开？杨兆顺告诉记者，总体上并非如

此。“我发现，一些应聘者是双职工、双白领家庭，有了孩子

以后，总有一方想更多照顾家庭，特别是照顾孩子。这时候，

夫妻中就会有一方想到居委会来工作，大多数是孩子的母亲。

居委会工作苦归苦，可是离家近，又稳定。还有些人求稳定，

想考公务员，可过了 35 岁许多公务员岗位无法报考，就来寻求

居委会工作。”在杨兆顺看来，类似这样的市民前来做社工工作，

倒是挺合适。“毛头小伙子刚大学毕业，看着学历挺高，知识

很新，可其实社会经验不足的。譬如家庭矛盾争财产，或者夫

妻双方闹离婚，弄不好还有指责对方生活作风问题，这种事，

如果没有社会经验，如何去处理？”战疫期间，3 月 18 日，杨

兆顺在接到徒弟张斌“求压阵”的电话后，就回到曾经工作了

20 余年的地方。他教张斌将新招募的年轻志愿者纳入居民区的

防疫志愿者“三级网”：按人员特点进行造册，特别备注了家

庭住址和特长，依据个人特长从各区块选出 8 个组长，成立全

能机动组，进行区块治理；每个区块下设 3 个志愿者小组，分

别是医疗保障组、物资保供组、24 小时接待组，由小组长建群、

管理、发布任务。唯有理顺了流程，才能最大限度调动志愿者

积极性。

而在此后驰援阳光建华城第二居民区前，杨兆顺所做，就

是拟定团队名单：得有善于沟通的，会用电脑的，会开三轮车

的，身体素质要好……从年轻党员到刚刚退休的老书记，小分

队 8 人名单，各有特长，分工明确，合作顺利。随着工作展开，

小分队人员增加到 18 人。

正如杨兆顺所说，即便社工团队人员配备比较整齐，也无

法解决社区所有问题。如何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，让志愿者

更多发挥作用，成为题中之义。譬如长宁区江苏路街道曹家堰

居民区，在疫情封控期间，遇到外籍居民需要沟通。这时候，

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计凤林就想到了楼组长周女士。周女士在外

企工作，本人有不错的英语基础。“就是她了。”计凤林马上

找到周女士。周女士说，自己“很高兴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外

语特长，回馈社区”。得知信息后的当晚，当社区群里商议好

公告内容后，周女士紧跟着就拟好了双语隔离告知书，随即发

在沟通群里，以便楼组长们可以在各自楼组的群里进行转发。

之后每次的信息发布，都是如此。小区封控之初，事务多，信

息更新频繁。有了双语公告，减少了群里信息的堆叠与重复，

更方便中外居民能同步接收到准确的信息。

通过社区工作者来连接居委会、居民，让居民中更多的热

心人投入到志愿者服务中，无疑能让社区越发活络起来。在上

世纪末本世纪初商品房小区越来越多出现之后，上海的社区逐

渐一改过去居委会统揽的局面，而变为居委会、物业公司、业

委会在社区有着各自存在的一种局面。在不同的小区，这三家

在居民心中的存在感、价值又不尽相同。对于居民来说，“门

一关就是家天下”，也许连自家隔壁、对门的邻居都不认识。

有关小区的事，大家也疏于关心。而随着上海居委会今年以来

重新进入更多公众视野，融入更多人的生活，未来，上海的社

区工作将如何发展，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目标。

“一个具有良好社会功能的社区，成员间是互相熟悉和信

任的，社区的成员认为大家有相同的利益、身份和关注，就会

为了大家的共同利益而作出合适的决定。如果社区中有谁碰到

困难，社区的其他人员就会去协助他，给予资源和照顾。” 华

南理工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硕士课程导师、著有《教你做个真社

工》一书的梁建雄先生曾言，“中国传统的农村地区曾有过这

样的场景。随着城市化进程，社区的团结性因为聚居人口不是

或不再单纯是熟人而发生松动，会出现社区凝聚力不足、各家

自扫门前雪的情况。”在梁建雄看来，随着社区工作因抗疫而

被社会所看见，所重视，未来，其价值还将进一步体现，希望

社会工作者们积极参与相关的培训，增强自己在此方面的能力，

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支持。

　　在他的理解，上海居委会的工作人员，从里弄干部、居委干部，逐步过渡
到社区工作者阶段，大约是在1999年前后。

在任桃浦十村“村长”时期，杨兆顺经常和居民拉家常。摄影 /楼文彪


